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妇运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建构
摘  要：国民革命时期，“革命”话语呈压倒之势，国共两党经由历次党代会以及政党领导者和妇运领袖对妇女运动的新诠释，建构出“革命先于女权”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在将妇女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也打上了政党政治的烙印，使妇女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发生根本性转变，自此以后妇运领袖在国民革命及后来的革命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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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above Women’s Rights: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two parties in the women's movements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bstract: With "Revolution" discourse an overwhelming trend 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leader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leaders of woman movement, after conducting several sessions of party representatives, gave a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woman movement and constructed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value orientation, i.e, “ national revolution above women’s rights", which was not merely a climax to the woman movement and had it branded with party politics, but also a fundamental change to its nature and content. Since then, women leaders were put in a position of edge during the coming nation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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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国民革命被视为“大我”的事业和女性不能逃避的责任，女性投入“大我”的社会成为时代走向。而此期的妇女运则被研究者冠之以“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主义运动”[1]。殊不知，在“自觉意识”背后，始终贯穿着“革命”与“女权”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论争，“关于先改良国家和社会现状抑先争女权问题，是起于革命与女权问题孰先而引起讨论。”[2]但毋庸置疑的是，“革命先于女权”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正是在此期被两党建构起来。

在中国共运史上，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间的妇女运动，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运第一次高潮，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大都集中在国共两党妇女运动的合作、工农妇女运动的高涨以及妇运团体/领袖的活动等面向
。至于国共两党怎样建构出“革命先于女权”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为何两党意识形态殊异、政治伦理价值取向却趋同？这一取向对妇女运动有着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极少探讨甚或阙如，本文力图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予以考察与探究。

一、共产党对“革命先于女权”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建构


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朝向社会改造与政治革命的方向演进，“一方面是许多‘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转向，他们从思想文化走回政治；一方面是新兴政党适时掌握了时代的脉动，主导了时局的走向”。[3]这一时代风潮下，妇女运动被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纳入政治议程，使其性质和内容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伦理价值取向随之凸显。

（一）共产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出台

1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台《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此为妇运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决议，彰显了共产党对妇运的重视。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旨在“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4]，初露妇女运动转向的端倪。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我们深知现代妇女所以至于被奴属的地位，完全是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首次将私有制视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对妇女运动各阶级进行分析，划分为贵族妇女运动、教会妇女运动、小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和劳动妇女运动四类[5]，此案使妇女运动由妇女开辟的社会空间转变为由政党掌控的场域，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被确定为妇女解放的唯一正确途径[6]。1926年9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妇女运动议决案》，批评妇女运动者“很少注意到各阶级妇女群众的利益和各派妇女团体的主张”，以致“丧失多数群众的同情”，提出三项举措：注意妇女本身的利益、尊重其它妇女团体的主张、避免包办和不必要的冲突。[7]
由上可知，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妇女运动，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指导妇女运动的政治体系：一是确认“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二是规定妇女运动的中心在于劳动妇女；三是厘清了劳动妇女运动与女子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的关系及处理关系的原则与策略。不难看出，这套政治体系背后隐含着女权让位于政权、其它妇女运动让位于劳动妇女运动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

（二）共产党早期活动家和妇运领袖对妇女解放的新诠释

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极关注妇女运动，在演说或文章中阐述其妇女解放观，渗透着鲜明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1922年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高君宇在11月的例会上提出：一是惟有打倒私产阶级，建立共产社会，妇女的完全解放才能成功；二是以“男女平等”为号召的女权运动者不是为了劳动妇女地位而奋斗，不能对她们抱有希望；三是要认识到女权运动惟有与工人运动齐头并进，才能做到真正的解放。同月，发言稿刊登于中共机关报《向导》，指出“现在中国妇女要求参政的呼声，是少数特权阶级妇女与官僚议员争座位的活动”，提出“惟有到了打倒私产制度，建立一个共产社会的时候，他们的完全解放才能成功”的主张。[8]1923年2月4日，李大钊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邀请发表演讲，指出女权运动“不是单独进行，可以完全收效的，须包含母权、女权及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联络一气，通力合作，方有效验”，四者“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9]
1923年6月中共在上海设立妇女委员会，向警予任书记，为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在她主编的《妇女周报》上发表评论、消息和致读者来信等30余篇。首先对少数上层妇女热衷的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提出批评，“中国妇女运动业已带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特性”，不能“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序，闭着眼睛依样画葫芦地喊男女平权”，应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驱，以开女权之路” [10]。其次，认为女权与国权须臾不可分离，“若妇女心营目注的只一个‘女权’而于‘国权’漠不关心，任洋人共管也好，军阀专横也好，是先已自己剥夺了自己的‘人格’和‘民格’，而反腆颜以求女权，岂非天下大愚可耻之尤！”[11]最后，重新界定女权主义，指出妇女须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若不在“普遍的民权运动中去争女权”，便是“狭义的女权的运动”[12]。她首次将“女权”与“国权”相提并论，并凸显后者的优先性与紧迫性。1925年杨之华继任中央妇委书记，将向的思想主张发扬光大，她在文章、演说及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和报告中，重申“妇女运动不是单纯的女性主义的运动，而是联合其它被压迫民众共谋解放的革命运动”,“必须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战线，尽革命的义务，这才有达到妇女解放的可能” [13]，“必须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就是要先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的压迫，然后能得到初步的妇女解放”等观点。[14] 
可见，无论是共产党早期活动家还是妇运领袖，都强调妇女参加国民革命的必要性，以是否加入国民革命为标准区分广义或狭义的女权主义，使女权主义作为“狭义的女权主义”的代名词被“贬义化”。诚如旅美学者王政指出的，“女权主义”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地位演变，是伴随着以向警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争取对统一的妇女运动领导权的斗争而出现的。[15]易言之，从五四时期开始绽放异彩的女权运动，到19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开始被批判为具有狭隘的资产阶级局限性。[16]
二、国民党对“革命先于女权”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建构
国民党亦通过历次代表大会对妇女运动予以诠释，建构出“革命先于女权”的政治伦理价值观，与中共妇女解放思想形成默契，共同促成“革命”声浪高涨、“女权”呼声微弱的局面。 

（一）国民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出台

国民党党章早有吸收党员不分男女的规定;1923年1月出台的《改进宣言》中重申“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同月公布的党章不仅规定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还规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妇女部，在海外各级党部下设妇女科，从事妇女工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宣言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7]，藉由将女权主张列入政党的施政计划，使“参政”与“参党”叠合，妇女参政运动成为女党员党派立场的旗帜。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何香凝作《中央妇女部妇女运动报告》，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不仅确定妇女运动方针：“（除）领导妇女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外，同时尤应注意妇女本身的解放”，[18]且通过了“女子有财产继承权，从速制定平等法律；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制定婚姻法”，“切实提高女子教育；开放各行政机关容纳女子充当职员；各职业机关开放等”[19]等11项男女平等议案，以及“妇女应急起参加国民革命”等15条口号。[20]可见，国共两党妇女运动的2年多合作使国民党“一大”宣言具体化。

同年2月22日，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以快邮方式通过全国各报馆发布召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号召，快邮写道：“妇女运动，日形进展，当此时也，全国统一可望成功，国民会议行将召集。妇女解放，更有实现机会，故必集中力量，参加国民革命，扩大运动，始克有成”。[21]时人予以高度评价：“通过这一政纲与实施纲领，妇女所应获得，也即是过去努力追求的权利，业已全部的得到……全国妇女之实际获得这些权利，也可以说是北伐所赠予的礼物”。[22]以后见之明来看，此番论断未免过于乐观，但国民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进入高潮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国民党妇运/领袖对妇女解放的新诠释

“革命先于女权”的妇运逻辑，不仅为中共领袖，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妇运领袖倡导与坚持。1924年4月孙中山在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中提出“我们革命之后，就实行男女平权”，“四万万人之中，有二万万是女人……大家都可以问国事”，“明白三民主义和实行三民主义”，并指出妇女解放的途径是把自身命运同民权革命联系起来。[23]孙对妇女“问国事”的强调，为国民党妇女运动定下基调。

1925年，时任妇女部长的何香凝撰文批评当时的女权运动者：“近来一般妇女只知道谋振兴女权，谋女子独立，殊不知国权已经失去，女权更何由振兴。现在民穷财尽，国亡种灭，不先救国，还想自救，这岂不是缘木求鱼么？”因而提出“妇女解放，必须要参加国民革命，而要在革命成功后始能达到妇女解放”，“国民革命是妇女唯一的生路”的论断。[24] 1926年7月，时任北伐女子宣传队长的郭德洁提出“今日欲图解放，惟有联合女界同胞，齐上革命战线……”、“应当恭受三民主义之洗礼，努力工作，以期国民革命之成功”[25]。国民党左派妇女中坚张挹兰12月在题为“新妇女的使命”的演讲中，阐述了类似的思想主张：“我们的使命，是要解放我们的国家，解放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自己”，将革命置于女权之先。1927年2月，宋庆龄在《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一文中，提出“为求全民族的自由平等，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为求妇女自身的自由平等，妇女也应当参加国民革命”[26]。

如上所述，“运动”妇女参加革命，投入救国行列，成为国民革命时期的妇运特色。诚如研究者评价的：“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这是政治力量大于女权要求的时期，应该也是妇女史上个人主义式微，集体主义兴起的时代。”[27]另有研究者提供佐证，此期国民党树立的女性形象，多与为国家或革命贡献的女杰有关，而没有选择抛夫弃子先教育自己的娜拉。[28]
三、“革命先于女权”政治伦理价值取向成为两党妇运的主旋律

尽管国共两党政治目标相左，倚重的社会力量不同，但政治伦理价值取向趋同，均认同“革命先于女权”、“尽国民天职为女性第一责任”的理念，为与以往的女权运动划清界线，两党不约而同地将妇女运动称作“妇女解放运动”。
趋同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不仅作为国共合作时期妇女运动联盟的基础，且通过各派妇女/团体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发扬光大，成为妇运的主旋律，最终导致“女权运动”与“国民革命运动”全面合流的“时代现象”。[29]
（一）妇女组织上的联合

为动员妇女投身革命洪流，国民革命被视为妇女解放的前提和两党妇运理论的核心，因而有了妇女组织的联合。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女共产党员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妇女部内位居要津，如1924年在上海执行部担任部长助理的向警予，和协助工作的杨之华、张琴秋；在北京执行部担任秘书的缪伯英；1925年担任中央妇女部干事的蔡畅、高恬波，等等。另据1927年初统计，隶属国民党各省、特别市党部妇女部，或与之有关系的妇女组织62个，有组织的女工约35万人，农妇约19万人，女学生及普通妇女约60万人[30]。可见，国民党“一大”后，中央党部和地方党部的妇女部作为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已然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在广州首次举行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非凡。尽管规模不大，参加人数不多，但如杨之华所言，它“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31]；尽管活动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组织，但“广东各界的女共产党员和女青年团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32] ，使纪念活动不仅成为国共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也成为中国妇女在20世纪以来形成新的“社会性别”认同的最重要的场域之一。[33]

（二）共同推动女界加入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0日，孙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统一。这一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护，向警予、何香凝等积极推动女界加入国民会议运动。12月21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各女校、各大学女生及劳动妇女等”20多个团体筹备成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进会”，提出男女平权主张，中共党员刘清扬、杨之华、向警予“握主要地位”。翌年1月10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何香凝被推选为总务部负责人，通电孙中山，建议“于九种团体之外，加一妇女团体”。[34]4月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选举刘清扬、戴宾、曾醒等21人为委员，作为统一全国妇女运动的机构。上述团体的成立，标志着将争女权融入争民权的时代洪流之中，揭开了妇女运动在同一目标、同一策略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斗争的“历史之序幕”。[35]
（三）合办刊物、合作培训妇运骨干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北方区委妇女部与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合办《妇女之声》，9月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妇女创办《妇女之友》。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名下的25种刊物中，大都由共产党员任主编，言论内容更倾向共产党。如作为国民党机关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刊》由向警予任主编，她在发刊辞中明确表示“用我们所信仰的主张来批评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与妇女问题有关的实事”，“不愿空谈主义，天天闭门发抽象的言论” [36]，内容不仅涉及妇运、爱情、性道德等，且结合时局要求将反帝反军阀作为最重要的议题。
   妇女运动既已为国民运动之一环，从群众中组织、训练、培养人才，自然以“革命人才”而不是“妇女问题专家”为目标。[37]9月15日，在蔡畅、邓颖超协助下，何香凝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创办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妇运骨干，何任所长，日常工作由教务长蔡畅主持。学员不仅学习革命理论和妇运知识，交流妇运经验，且学习探讨如何根据妇女特点从事妇运工作等，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和妇运人才。10月11日，国民党广东省妇女部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合办妇运人员训练所，邓颖超任所长，为期3个月。据1926年底的统计，国民党女党员人数达1.6万人[38]，其中许多是跨党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值得注意的是，讲习所课程表中，主义、党史、革命史被列为必修课、课时多，而有关妇女运动及妇女问题的课程少之又少，视“妇运”为“群运”、“革命”先于“女权”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似隐若现，甚或可以说，妇运充当的是政治动员的载体或工具。

四、历史评价

由于新女性们“以认同国家为先”[39]，契合了两党建构“革命先于女权”政治伦理价值观的诉求，遂获得两党领导者的一致支持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进而有力地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其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促使妇女组织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在妇女部及各地分部运作下，妇运不再是小团体的独立运作，而是国体的整合，各妇女团体在同一系统、同一目标下进行，妇女部宣传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知识女性，还包括劳工、农业与家庭妇女。其次，使妇女初步获得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冲击了父权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和观念，如皮以书所言：“以前妇女运动，是妇女与政府的斗争，是女子与男子的斗争，现在是妇女与男子站在一起，与政府站在一起，转而一齐对社会习俗与社会传统制度、观念等作斗争……”[40]最后，为妇女追求自身解放带来契机。尽管“国族主义要求女人投入国民革命，但女人却是趁此机会，逃离家庭，反抗父权压制，实现个人的抱负，追求自我解放。”[41]总之，国民革命时期的妇运继承了辛亥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历史传统，也承袭了“五四”的女权诉求，是对“五四”时期双重政治伦理价值取向的扬弃[42]。

与此同时，“革命先于女权”之政治伦理取向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妇女运动被两党纳入国权范畴，使妇女运动打上了党派政治的烙印，甚至为后者所左右。时人曾将妇运讥讽为“海外奇谈”：“现在所谓的妇女运动，只不过是一般妇女们干的社会运动和爱国运动，并没有妇女运动的一些性质，真的可笑的很……现在的妇女运动，竟只有爱国的口号，而没有妇女运动的口号，这真是海外奇谈。”[43]其次，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合流，极大地改变了“五四”妇女运动由妇女个人出发的形态，独立的妇女运动从此退出历史前台。“革命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令女权运动的声势迅速扩大。革命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权运动的深度发展，使其只能在革命所设定的框架内进行，得不到全面推进。”[44]最后，社会改革转变为社会革命后，妇运领袖的主导者角色日渐削弱。大革命后，“许多前进的妇女运动者，早就放弃了狭义的女权主义或男女同权主义，而把妇女问题当作社会问题的一环，更进一步，要从整个社会的变革中去求得妇女问题的解决”[45]，她们在分享主流意识的同时，开始掉入拥抱“大我”的洪流之中[46]，自此在国民革命及后来的革命中居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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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学者王政追本溯源后指出，该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党为招兵买马、扩大势力，重新界定妇女运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两党一方面吸收女权主义的大部分内容，使妇女能积极参与，同时也把那些一味关注妇女问题的组织排斥出去。同时还指出，这个定义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出现时就已出现，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与女权主义发生冲突时，需要把女权主义力量招过来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排斥、重新界定的方式，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用的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共产党加了“西方的”，两者有着渊源关系，象向警予使用这类词，是因为她在法国留学时跟欧洲社会主义政党有直接联系，照搬过来。参见王政：《评柯临清着<从社会性别角度看中国革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1996年12月），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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